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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惯性”与“政策承续”:辛亥革命
前后四川糖业极度繁荣的原因新释

赵 国 壮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辛亥革命前后,在其他重要产糖区糖业均出现不同程度衰退的情况下,四川糖业却出现了极度繁荣的发

展局面。其极度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重庆开埠后川省土货的区域外市场扩大,市场的拉力驱动着省

内各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农业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各经济作物专作区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张力增

强,推动了川省经济持续向前发展;二是政府禁烟之政所带来的利好承续以及扶持糖业发展政策的连贯性。通过

对糖业繁荣背后原因的探析,不难发现经济发展不一定跟政治变动有关,其发展也好、停滞也好,都有其特殊而又

复杂的原因,而未必都归于政治大事变。在糖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惯性及政策利好的承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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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无论是在历史进程中,还是社会变革中,均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建国以后,辛
亥革命的研究逐渐升温,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辛亥革命的研究迅速地成为历史学中无可争议的显

学之一;在这个过程中,辛亥革命的研究对象及领域,均在不断的增加和拓展①。如果从解读角度来看,学界

已由政治史、革命史、英雄人物史及事件史等研究视角转向社会史、文化史视角,从注重其在宏观政治层面上

影响的分析逐渐转移到其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探讨。近年来,该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学界开始运用记忆史

视角来分析政府及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及诠释②。本文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史研究视角出发,以四川

糖业发展为例,分析其在辛亥革命前后极度繁荣的原因,诠释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动之间的背离,希望为辛亥

革命的研究作出一些有益的补充。
一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糖业的极度繁荣

糖分甘蔗糖及甜菜糖两种。中国甘蔗糖的历史较为久远,可以追溯到唐代,而甜菜糖的历史则较短,是
在近代由国外引进而来。中国甘蔗糖产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③,其中又以广

东、福建及四川等地为重要产糖区[1]431。
近世以来,川省植蔗的历史当追溯到1716年,是年福建人曾达一从家乡带来蔗种,使一度中断的植蔗制

糖又恢复起来,之后,甘蔗逐渐成为四川盆地重要的商品作物之一。据《简州志》记载,在乾隆年间,简阳一

带,“沿江之民植蔗作糖,州人多以此致富,其品甚多,糖霜谱不能尽纪”[2]。又据《内江县志要》记载,在嘉庆、
道光年间,内江县所属沱江沿岸居民,“尤以艺蔗为务”,“入冬辘轳煎煮,昼夜轮更”,种蔗利润极为丰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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壅资工值十倍于平农”[3]29。
近代以来,川省植蔗范围已越出沱江流域,顺着河流的走向向川东、川南地区发展,比如长江、沱江、嘉陵

江、岷江、渠江等江河两岸均为蔗糖产区。辛亥革命前后,川省糖业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发展高峰

可以从川省沱江流域糖业经济发展情况中得到很好的诠释。辛亥革命前后,该区域甘蔗种植面积达全川蔗

田总面积的70%,沱江河两岸30里尽为蔗田,从事甘蔗种植的蔗农在总农民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如内

江,农民人数约50万,蔗农约30万,占农民总数之60%[4]73;并且农家保有较高的植蔗率,“每户农家的平均

植蔗面积达到47.87%,其中简阳、内江更是高达60.20%、57.50%”[5]第四章,1-2。沱江流域以其植蔗面积、糖
品产量、制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川省最富盛名的产糖区域。而作为该流域的糖业重镇———内江,仅其

一县的糖品产量在此时就超过亿斤。据1919年日本糖业专家河野信次赴各省的实地调查,该年四川的糖产

为180万公担[4]4,根据当时内江植蔗面积与全川植蔗面积的比率约为1:3来推算(按:据隗瀛涛研究,清末

民初,内江植蔗面积约为20万亩,全川植蔗面积60-70万亩),内江这一时期的糖产为1.188亿斤,这是最

早的统计数字。之后,据张肖梅调查,“内江糖业之极盛时代,当推清末民初,每年产糖清达1亿斤以上,白糖

2,400万斤以上,桔糖3,600万斤以上,水糖2,500万斤以上,冰糖400万斤以上,煮货300万斤以上,糖房

1,200家以上,漏棚1,000家以上,诚可谓极一时之盛”[6]T117。对此时内江糖业繁荣发展情况,学界均持肯定

态度。隗瀛涛认为,这一时期内江产糖为0.89亿斤[7]40-41;邹作圣在对几组数据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此

时内江产糖为1.25亿斤[8]282;陈栋梁、李明生认为,1911年内江产蔗11.98亿斤(按10斤蔗1斤糖的比率来

算,该年产糖为1.198亿斤),1919年产糖1.26亿斤[9]10;陈祥云赞同隗瀛涛的看法[10]137-164。综合以上各家

观点,以沱江流域为代表的四川糖业在此时正处于高度发展时期。
然而,国内其他重要产糖区,如沿海产糖大省广东及福建,长江中游重要产糖省份江西,在此时均呈现出

一片衰退之象④。潮汕地区是广东省内的重要产糖区域,自1858年汕头开埠之后,该区域糖业有较快的发

展,而1903年后从汕头输出糖额顿形减少,1905年输出糖品804,398担,较之1896年的1,327,085担减少

了522,687担;汕糖不仅失去其第一输出地北清市场,而且又失去了香港及欧洲市场[1]447,519。又如厦门,“糖
则以漳(州)所产之白糖、红糖,在光绪年畅销于天津、牛庄,间亦有运销新加坡等处,迨后,洋糖起而角逐,遂
日萎缩,今则本市反有洋糖进口矣”[11]389。

不可否认,从受洋糖侵逼的程度来看,内陆川省糖业所承受的压力明显小于沿海地区的糖业⑤。不过,
这也不至于产生如此大的反差。那么,该流域糖业极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的? 学界对这些原因有

过一定的探讨。例如:王笛认为,清代四川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使更多的商品粮投向市场,而且一些地

区也出现了棉、桑、蔗、烟、茶、果等专业种植区,逐步形成了初级的区域间生产分工[12]147-150;刘志英则强调

地理因素、经济利益及政治条件等因素在糖业发展中的作用[13]6,7;陈祥云把上述原因细化为气候、土壤,植
蔗比较利益的驱动,洋纱销售内江的影响及政府禁烟之政等几个方面[10]。本文在已有分析基础上,将这些

因素进一步深化,并试着从“经济惯性”及“政策承续”角度去概括之。
二 “经济惯性”———重庆开埠后川省经济持续发展

从革故鼎新的政治表层来看,辛亥巨变,民国肇造,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政治的“断裂”。而以革命直接

后果、革命成败评判辛亥革命,则革命后社会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⑥。前者是从政治史角度来肯定辛亥革

命在推翻清王朝及建立民国中的地位,后者则从社会史视角指出辛亥革命并未引起革命前后社会的巨大变

化。政治史重“变”,社会史着力描述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不变”,有学者主张把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

来,强调两者都存在仅以若干地区、民众为观察点而不能全面反映史实之失,从事不同方面研究的学者均要

正视其短,应将两种研究视角融为一体[14]。这些讨论从深层或者实质上说仍是对革命本身定性问题的讨

论。本文并不回避这一争论,而是运用实证分析来作出应有的回应,强调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背离。
辛亥革命爆发后,川省响应革命号召,成立反清革命政府,开始与清政府决裂。之后,因护国、护法战争,

滇、黔军队进驻四川,川省遂于1916年进入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至此,川省政治与前清政治发生了较大

的“断裂”。不过,与政治层面上的较大“断裂”不同,经济层面却表现出较大的惯性,这一惯性主要体现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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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开埠后川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上。

1891年的重庆开埠,对川省进出口贸易格局及土货出口的幅度均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就进出口贸易

格局而言,开埠之前,川省土货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输出商品以粮食、食盐为大宗,与江浙、湖广等地的原

棉、土布及手工业品交易,即土货与广货的交换;开埠之后,在输出的商品中,粮、盐让位于生丝、猪鬃、桐油、
夏布、药材等农副产品,进口则以洋纱、洋布为大宗,形成了土货与洋货的交易[15]。其次,从土货出口的幅度

来看,开埠之后,土货出口总值呈快速增长态势。在开埠后的1892-1901年这头十年里,猪鬃出口值增长了

2倍左右、铅增加了8倍、白蜡增长了23%、羊毛增长了61%、青麻增长了34%;蚕丝本为川省土产输出的大

宗,在这一时期全省蚕丝年平均产值约为350万两,输出量占到半数。四川土货在重庆开埠后30年的出口

价值如下表所示。
1892-1921年30年间四川土货出口价值对照表(单位:海关两)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2,604,500 3,135,776 3,413,900 3,521,563 3,556,387 4,325,713 3,693,510 4,610,822 3,398,008 4,837,178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8,639,092 8,276,79610,952,02811,169,25610,892,12611,079,93612,990,09814,177,15815,490,97410,069,575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1,078,50712,132,62213,859,18816,537,26017,803,4115,018,52514,872,62916,666,04212,554,79714,480,110

    资料来源:根据张学君、张莉红合著《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8页)及周勇、刘景修合

著《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505页)两本著作中的数据整理而成。

从上表来看,头十年从重庆关输出货物的总值(鸦片除外)总体呈大幅度增长趋势,1901年比1892年增

长了85.7%;在1902-1911年第二个十年里,土货出口仍处于快速增加态势(包括鸦片),并于1904年突破

千万大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十年里,川省土货出口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出口总值仍与革命前持平,均有千

万海关两数值。
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刺激了省内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如棉花、蚕桑、烟草、桐油、蓝靛、甘蔗、茶、蔴、罂

粟等经济作物均出现专业栽培及集约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蚕桑业、棉纺织业,还是桐油业、制糖业,均
处于快速扩张阶段。

例如蚕桑业,川省温和的气候及肥沃的土质颇适宜种桑,川北、川东、川南均为重要的产桑区域,其中又

以川北一带最为兴盛,其产量几乎占了全省产量的1/3。19世纪中叶,四川蚕丝生产已相当普遍,缫丝作坊

超过2000家,成都、嘉定、顺庆、重庆的缫丝工艺水平较高,已能生产各具特色的生丝;70年代以后,川省蚕

丝进入国际市场,蚕丝销售市场日益扩大,种桑养蚕、缫丝技艺普遍精良,缫丝业成为维护利权、振兴实业的

一个热门;从19世纪晚期到辛亥革命前后,四川涌现了30多家脱胎于旧式缫丝工场(或作坊)的新式缫丝企

业,其中较大者如1902年由陈宛溪创立的三台县裨农丝厂、1906年由重庆花纱布商人王静海创立的三台县

永靖丝厂,这些缫丝工厂均采用新式缫丝技术,仿制日本、意大利等国缫丝新车,着意训练缫丝工人,均能制

出高质量生丝;此外,1900年由合川举人张森楷倡议开办的四川蚕桑公社,旨在劝事农桑、改良缫丝技术,随
后张的主张及业绩受到清政府的表彰和支持,在政令的推动下,20世纪初四川种桑育蚕蔚然成风[16]113-117。
与1891-1895年平均每年出口生丝价值888,933海关两相比,到1911-1915年间,川省年平均出口生丝价

值3,707,792海关两。在生丝出口效益的刺激下,农村蚕桑业在清末民初出现了空前兴旺局面[7]42,嘉陵江

上的南充逐渐成为川北产制丝织品的中心[17]206。一战爆发后,国际市场上生丝供不应求,与1891年生丝出

口13,154担相比,1914年川省生丝出口达32,242担,增长了145%[17]205。
再如川省桐油业,其历史较早,分布也较广,产区遍及长江、乌江及嘉陵江等三江流域的62个县,“其中

尤以长江流域之下川东云阳、奉节、开县、万县、忠县等地为最盛,乌江流域各县次之”[18]8。在重庆开埠之

前,桐油产量很少,且川省人民对桐油用途的认识也极为浅薄,“仅充油船、油篾及点灯等用”[19]148。18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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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桐油干燥性强的特点被发现,迅速成为亚麻仁油的替代品,受到工业化国家的青睐。重庆开埠之后,它
很快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万县逐渐发展为四川桐油生产及集散的中心,省
内70%的桐油由该县集散。一战期间,四川桐油销售达到了第一个销售旺盛期[19]148。

在出口贸易格局变化及土货出口幅度持续增长的刺激下,川省内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即区域间分工

进一步深化及协作程度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分工的深化主要表现在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提高,省内出现了

商品农业经营的专作区。例如潼川、顺庆、保宁等府的蚕桑专业经营区,成都平原的烟草专作区,川东的桐油

及鸦片专作区,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的蔴业专作区,以及沱江流域的甘蔗专业种植区。这些专作区在分工

经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协作。从糖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域间协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

反映。
首先,蚕桑业的蓬勃发展,刺激了沱江流域的糖品销售。糖品作为熬夜的提神剂而被蚕农大量食用,蚕

农成为重要的糖品消费群体,“在蚕丝业未衰落前,川北、川东、川南一带之养蚕农家,因通夜工作,容易疲劳,
多吃糖兴奋精神,故每年消耗为数不少”[5]第七章,2。就沱江流域各种糖品的外销比例来看,川东北的嘉陵江流

域是一个重要的销售市场。内江约15%白冰糖、20%红糖销往嘉陵江沿岸各县[4]57-58;简阳约20%白糖及

20%红糖销往遂宁,再由该县转销嘉陵江上游地区;资中约60%白、红、冰糖 销 往 长 江 与 嘉 陵 江 沿

岸[4]126,114-115。
其次,川东桐油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糖业的发展。榨过油的桐子饼不能食用,但为很好的农田肥料,这

是该业与其他行业进行协作的重要砝码之一。在多年种植后,蔗田地力耗费较大,施肥成为农户增加蔗田产

量的主要手段之一。因为每种肥料对于甘蔗生长有着不同的效果,“草木灰为钾肥,人粪尿、猪粪为氮肥,菜
油枯其主要成分亦为氮肥,但亦含少许磷酸。草木灰促进蔗茎之生长,人粪尿及猪粪促进生长发育……菜油

枯能增高蔗茎之糖分,尤其在肥沃土壤中,有显著之效果”[20],所以,油枯是提高甘蔗含糖分的重要保障,是
蔗农肥田不可缺少的肥料(这也不排除部分蔗农过于贫困而无力购买油枯)。据四川省甘蔗试验场调查,抗
战前沱江流域每亩蔗田施用肥料的数量为“普通用油饼70斤,人畜粪尿30担,草木灰约1担,其造价为4.3
元”[5]第二章,13。蔗田生产对油枯的需要,促成了沱江流域与川东的榨油业、桐油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油菜与

桐油之来源地多为糖的重要销售地或转口地,故油与糖的集散大致成对流的现象,因而菜油的经营多由外销

糖商兼理,商业资金的运用随多便利,故糖与油的运销关系甚为密切”[21]98。资中外庄业“往外埠买货时,多
附带办糖而去,一方卖糖,一方采购本地所需之物品,一来一往均可获利”[4]87-88。

再次,洋货的输入也对糖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辛亥革命前夕,川省输入的商品中棉纱(以洋

纱为主)占第一位,约1000万海关两,输出商品中鸦片占第一位,约1200万海关两[7]90。川省商品市场的扩

大及对外贸易平衡的维持是建立在棉纱输入和鸦片输出的基础之上。不过,并非如传统自然经济瓦解论所

认为的那样,洋货的入侵给自然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洋货输入总量中具首要地位的棉纺织品对川省

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并不大。一方面,洋布的销售数量很少,且又仅局限于一些大城市的中产者;另一方面,
作为这一时期输入四川的最大商品———棉纱,它不仅未能肢解川省农村“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使大批

小手工业者及农民破产而成为无产者,反而使农业与手工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结合⑦。开埠之前,川省

土布业因棉花不足,每年需从湖北、陕西两省输入大量棉花;开埠之后,物美价廉的洋纱输入,解决了土布业

在纺纱环节上的瓶颈问题,反而刺激了土布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又带动了土货与洋货之间的大量交

易。20世纪30年代前,从事洋纱贸易的洋行买办,在内江安庄、设号,收购沱江流域土货,如皮毛、猪鬃、牛
胶、五倍子等,较大的商号有德大丰、庆丰元、天赐生等;这些买办,凭借雄厚的资财和对长江下游商贸熟悉的

优势,垄断了外销两湖的整个桔糖销售[22]123。
总之,重庆开埠后,无论是传统蚕桑业、棉纺织业,还是新兴的桐油业、山货业,均处于持续的快速发展过

程中,因此,以它们为代表的川省经济在辛亥革命前后处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未中断

这一发展趋势,而经济发展中的惯性反而推动川省各业持续向前发展。不过,这一“惯性”持续的时间有限,
随着防区制的形成而渐渐减弱,且这仅能解释辛亥革命前后糖业发展未曾中断或持续向前发展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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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完整地回答这一极度繁荣局面形成的原因,还要从政策利好方面去进一步分析。
三 “政策承继”———政府政策利好方面的承续

辛亥革命爆发引起的政权更迭,带来了新一轮的革故鼎新。不过,从遗产继承角度来看,民国政府继承

了清王朝绝大部分的遗产,如疆土承继、制度延续等方面。就糖业发展而言,本节主要从禁烟之政所带来的

利好及糖业政策的承继两方面来分析糖业的持续发展。
一方面是清末川省禁烟之政所带来的利好。近代川省的鸦片生产,始于清政府为筹集镇压李永和、蓝朝

鼎起义和石达开太平军的“团练”军饷。1857年,政府正式对包括鸦片在内的土药、土货抽收厘金,鸦片成为

合法商品。农户选择种植鸦片,不仅与政府财政政策的外在推力有关,而且也与人地矛盾的压力及比较利益

下的诱惑力有关。辛亥革命前,四川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地矛盾非常紧张。全国人均耕

地面积约3.95亩,而同时期的四川人均耕地面积仅约为1.81亩[23]7-8。人均耕地的不足,直接导致生产的

粮食不足农户家庭所需,农户在以工补农之外,必须广种经济作物。种植鸦片的平均收益远高于粮食作物及

其他经济作物,据重庆海关调查,种植鸦片的平均收益比种植小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高出80%,比栽培玉

米、豆类多出大约2.3-3.9倍。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川省农户放弃粮食作物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而改

种鸦片。在1869年,鸦片在四川物产中已名列前茅,自此以后,川东各县,特别是重庆与万县之间的涪州、忠
州、丰都、梁山、垫江、邻水、大竹、新宁、绥定、东乡、巴县等地成为鸦片的主要产区。同时,鸦片的产区也逐步

扩展到永川、荣昌、隆昌、富顺、大足、遂宁、徐州、永宁等地,如资中县“自罂粟籽重入境,利获数倍,于是争趋

如鹜,稻麦逐渐歉收”[16]55。高额的货币收益,刺激农户扩大鸦片种植,到光绪末年,四川省内已有140余州

县种植鸦片,其种植面积约为351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3.68%,年平均产量为12.74万担[24]。
随着鸦片的长期泛滥,烟毒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愈加严重,禁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06年全国禁烟运

动高涨,清政府发布上谕,以十年为期根除烟弊。四川总督锡良严格执行中央禁烟明诏,于省城设立戒烟总

局,派署盐茶道沈秉堃,候补道林怡游、周善培充当该局总办,专任筹划戒烟之责。在禁止农户种植鸦片的同

时,也从限制买方消费入手来禁烟,不仅规定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初一日起,勒限至三月底止,一律

停收烟灯捐,至六月底止,将各属城乡大小烟馆陆续禁止,一律闭歇”[25]2;而且要求吸食鸦片的官员,于六个

月内戒断,“以为矜式”,且“覆验不虚,方准照旧供职”,如果隐瞒不实,则“一经查实,本部堂定行遵章奏

参”[26]3。但是,骤然禁烟,也有较大的实际困难。“禁之太骤,厘税突然短少,不独协济外省之700余万两愈

难筹措,即本省各项新政亦将无力推行”,且“一旦禁民种烟,农家既少此项岁收,即不可不另谋他项生

产”[27]8。可以看出,鸦片种植已经契入川省的农业种植结构中,烟税也成为政府税收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⑧。但是,“若狃于十年从容递减,恐人心怠缓”,川督赵尔巽将十年禁绝缩短为两年,1911年种烟禁绝。为

了弥补农户家庭收入的不足,政府一方面劝事种桑养蚕,另一方面又鼓励种植杂粮[28]1。
在沱江流域一带,在植蔗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斗米斤糖”的农谚道破植蔗制糖的最大秘密)之下,农户则

把之前种植鸦片的田土用来种植甘蔗。农户这样的选择,既与该流域自然条件、植蔗传统有关,也与该流域

的租佃制度、糖业习俗有关。就该流域土地占有关系而言,佃农及半自耕农的比重非常大,在土地租佃过程

中存在了一种“预租”制度,即先交纳地租,才能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这种情况下,农户要获得土地使用权,
就必须提前弄得一大笔资金来缴付“预租”。在农村金融枯竭之窘况下,农户弄得一大笔现金实属不易,而糖

业中的“预买预卖”风俗恰好能够满足农户对大笔资金的需求,于是他们将腾出之地尽种甘蔗。就沱江流域

的糖业而言,蔗农家庭有“卖青山”及“预糖”两种卖预货方式来融通资金。“卖青山”,即蔗农将未收获之甘

蔗,于前一年冬或当年春季预卖于糖房。这种情形,在下河地区较为普遍,内江、富顺、隆昌、泸县的蔗农多以

“卖青山”形式处理掉自家产品,“内江蔗农多是未在甘蔗下种前,估计自己种蔗土之面积,能产若干甘蔗,预
先售卖,谓之‘青山’”[29]62。四川省甘蔗试验场对内江东兴镇127家蔗农经济调查显示,“计卖青山者,占

90%以上”[30]132。隆昌、富顺两县,“甘蔗未成熟时或未下种时,蔗农向糖房预卖,估计土之多寡,能产若干,
由中人担保售卖,议定蔗价”[29]36。“预卖糖”这一方式多盛行于简阳、三星场、资阳王二溪、资中等地方。这

些地方的蔗农用产糖量来计算甘蔗栽培的面积,普通情况是能产一千斤糖清或水糖的面积约等于一万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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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然后,据估算的蔗田面积,蔗农再将他们所栽培甘蔗的应得糖量预卖糖房或糖商。
清末政府实施禁烟政策,使沱江流域农户失去了挣得一笔现金的机会。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下,农户把

甘蔗作为鸦片的替代品来种植。1911年,沱江流域鸦片种植的禁绝,成为了推动该流域糖业极度繁荣的关

键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政府扶植糖业发展政策的承续。辛亥革命前,晚清政府已着意扶植糖业发展。早在1898年,

户部已在“议复各省自辟利源折”中强调“若合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素常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
岁增之利无算”[31]1564。20世纪初年,在洋糖进口日盛、国糖式微的情况下,商部章京廖世伦拟呈本部种蔗制

糖各试验场、制糖讲习所、改良旧式糖厂、提倡新式糖厂、上海宜设精制糖厂、试制芦粟糖、试种西洋萝葡等条

陈八则,以求振兴糖业[32]1-6。商部采纳了廖的振兴糖业条陈,随后札文天津总商会劝导糖商种蔗制糖并设

法改良,“行札到该商会,即便转知各糖商详细劝导、体察地方情形,设法改良并随时呈报本部,如有应行保护

之处,本部自应力与维持,以图进步而辟利源”[33]20。

1909年,商务局对川糖提净方法进行试验,结果较为理想。在试验结果的激励下,川督赵尔巽积极提倡

改良糖业技术,不过鉴于“商人狃于成法,惮于投资”,而主张在糖捐项下“提银二万移交劝业道”,从事糖业改

良事项。同时,又考虑到资中、内江为产糖重镇,“应由糖捐局资州、内江地方官会同劝令各糖户,派遣聪敏子

弟,送日本及台湾制糖厂学习,以为学成自立,不假外材之计”,“学习调查之费,均在糖捐项下详明拨

给”[34]7-8。随后又派郑澍辉等4人去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革命而罢[5]第一章,44。

1910年10月1日,省府在资州城内开设精糖公司筹备处,劝谕绅民纳捐办公司[35]1。12月19日,川督奏请

设糖务局,提议由糖务局总领糖业改良的各种事项,如“调查本省蔗糖情形,选购闽、粤、南洋及台湾各处蔗

苗,设场试验,开会品评,并选聘技师、招生见习,以为改良基础”[36]7。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及北京政府农商部起初对实业的发展确实是比较重视的[37]225。袁世凯在以临时大

总统身份发布《修订各项经济法规以利实业发达令》时,首先声明要继承前清的制度遗产,“凡关于保护兴业

各法令,业经前清规定者,但于民国国体毫无抵触,应即遵照前次布令概行适用,次第施行”[38]15。农商部为

录送整顿糖业办法暨批令事致鲁、豫、桂、黔、鄂、滇、湘、晋、闽、直(隶)、赣、奉(天)、吉、黑、川、粤、浙、皖、苏等

省巡按使及京兆尹咨文,强调“现在欧洲多事,世界重要产糖地方大受其影响,振兴糖业实以此时为难得可贵

之机会”,要求对糖业进行整顿,“而整顿方法,尤以定区域、行检查二事为切要之图”[38]257-258。1914年,农商

部为《农商公报》撰写的《中国南部之糖业稿》,就中国南部糖业产制状况作详细介绍的同时,也呼吁“现今欲

设大规模制造工厂,亦颇困难,惟若设百吨程度之改良糖厂,则应不难成立也”[38]258-262。同年,民国政府对

制糖公司颁布了五厘保息条例,对甜菜种植颁布了每亩补助甜菜种银一角、肥料银一角之条例,后因战端骤

起而未加实施。1918年,川省政府委派伍所南、廖享九赴日本购买制糖机械,当时已买回大批制糖机,并运

到宜昌,但由于交通不便,返川者仅最小三轮榨蔗机一部[5]第一章,44。
从前后扶植糖业发展的政策来看,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北京政府,在涉及到国家财赋来源、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等重大利益攸关问题时,其宏观政策是具有相似性及连贯性的,糖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也就得益于这些政策的承续性。
四 结语

通过对糖业繁荣背后原因的探析,不难发现,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一定跟政治变动有关,其发展也好、
停滞也好,都有其特殊而又复杂的原因,而未必归于政治上的大事变。在糖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惯

性及政策利好的承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从经济成长理论来看,这一时期蔗糖经济的发展是介

于广泛性增长和斯密型增长两种模式之间,其经济总量的增长一方面在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推动,另一方

面,也是主要方面,在于同类种植农户的增加。
在这一时期,沱江流域的糖业以及川北地区的蚕丝业、川东地区的桐油业等行业均处于高度发展状态,

即使受到洋布冲击的四川土布业,也因借助洋纱的力量而触底反弹。同时,又涌现出一批与旧有的资本主义

萌芽割断了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的新式企业,如火柴业、采矿业等。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它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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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处于共同发展状态,在发展的同时,它们之间也相互促进,使区域内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最后,本文的归因分析,也从两个层面上回应了学界对清末民初中国糖业发展状况的分析。其一,在讨

论这一时期糖业衰退时,学界倾向立足区域研究而概括整个糖业,认为此时中国整个糖业处于衰败状态,而
本文的分析则强调,此时川省蔗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3,且处于高度繁荣时期,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界定

这一时期中国糖业的发展状况。其二,学者们列出的“衰退”原因不外乎以下两方面:一是蔗糖业自身的困

境,如制糖技术落后导致产能低下、糖质低劣,旧有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租佃关系及借贷关系)束缚糖业生

产力的发展;二是外部环境持续恶化,如政府对蔗糖业的榨取远大于扶持,洋糖的冲击愈演愈烈。而本文的

归因分析则诠释了区域经济结构的内聚力在糖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则是值得我

们予以充分认识与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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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10年第9期。

②参见朱英《“双十节”纪念中振兴实业之呼声———近代工商界纪念辛亥革命之特点》(《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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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9年版,第456-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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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洋糖冲击与赣南糖业应对措施分析》,《南昌高专学报》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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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资料》マイクロ,MF12875-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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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⑦参见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隗瀛涛等《辛亥革命与四川社

会》,第23-37页。

⑧我不赞同鸦片种植加剧农业危机的观点(方骏《中国近代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业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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